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Liang-Chen Plan: A Commentary by Liang
Sicheng, Lin Huiyin and Chen Zhanxiang
LI Hao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mous "Liang-Chen Plan"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a newly discovered commentary article entitled "Several Is-

sue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Beijing proposed by Mr. Baranikov", co-au-

thored by Liang Sicheng, Lin Huiyin and Chen Zhanxiang, clarifies many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s by revealing the consensus and divergence between Liang Sicheng

and colleagues and Soviet experts headed by Baranikov on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Liang Sicheng and Soviet experts shared views on Beijing'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tric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urban functional zoning. Liang Sicheng and col-

leagues held slightly different opinions on population calculation in the suburbs, the

size of industrial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land, and the distances of residential ar-

eas from those by Soviet experts. However, the issue of large-scale planning and

the preservation or demolition of city walls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debate. Liang

Sicheng's main disagreement with Soviet expert report focused on the planning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zone, which constituted the main content and planning

ideas of the Liang-Chen Plan.

Keywords: urban history; urban planning history; capital; Beijing; central administra-

tive zone

对于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史而言，“梁陈方案”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事件。近年来，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及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的

逐步推进，与“梁陈方案”有关的一些历史回顾也不绝于耳，甚至于在一些重要时间

节点，如2017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

州等，“梁陈方案”已成为一个必然会引发公众议论的话题。然而，关于“梁陈方案”

的既有讨论大多属于新闻报道或缅怀类文章，立足于原始档案的专业性学术讨论尚较

少见，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有关史实的澄清及对“梁陈方案”的正确认识。

就“梁陈方案”而言，1949年11月14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报告的座谈会上梁思

成和陈占祥与之产生分歧和争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置事件，但遗憾的是，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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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针对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史上著

名的“梁陈方案”事件，以新发现的一

篇由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著的评

论文章《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

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为中

心，对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

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共识与分歧进行了

讨论，澄清了诸多历史误会。梁思成等

与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业发展、城市人口

限制发展以及城市功能分区等方面存在

共识；梁思成等对苏联专家报告中的郊

区人口计算问题、工业人口规模及工业

用地计算问题、住宅区远近问题提出了

一些意见，但却并非重大的规划原则问

题，关于城墙存废问题则不在争论的范

畴。梁思成等对苏联专家报告的意见，

集中反映在中央行政区规划问题上，亦

即“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及规划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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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央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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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座谈会的讨论环节，只有苏联市政专

家团团长阿布拉莫夫的发言有所披露

（阿布拉莫夫，1949），梁思成、陈占祥

以及其他与会专家和领导的发言均无从

查阅。不过，近年来在查档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了一篇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

祥合著的评论文章，所评论的内容正是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

发展计画的问题》的报告 （巴兰尼克

夫，1949；以下以《巴兰报告》代称），

正弥补了这一遗憾。本文就此作专门的

讨论，以期对“梁陈方案”的科学认识

有所贡献。

1 《梁林陈评论》的发现及其重

要意义

1.1 《梁林陈评论》的发现

本文所讨论的梁思成、林徽因和陈

占祥合著的评论文章，标题为《对于巴

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

展计划的几个问题”①》，是笔者在多次

赴中央档案馆查档的过程中偶然发现

的。原文为竖排的机打稿，共11页，首

页署名为“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

（自右至左的顺序）。为便于讨论，以下

以《梁林陈评论》代称。

这篇《梁林陈评论》档案，并非一

份单独的卷宗，而是一份标题为《关于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报告的“附件2”，而该报告“附件1”

的题名则为《苏联的建设计划》。笔者

在这次查档时，未能看到《关于中央人

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及“附

件1”的原文，但也并无大碍。就前者

而言，它无疑正是“梁陈方案”报告

（梁思成，等，1950a），在国家图书馆等

机构可以查阅 （图1），《梁思成全集》

等也已完整刊载。“附件1”的内容也不

难推测，《梁林陈评论》中曾提到：“关

于苏联发展城市计划的资料，我们一向

非常重视，『一九四四——四五年苏联

的建设计划』已译出备供参考”（梁思

成，等，1950b），“附件1”应该就是

《一九四四——四五年苏联的建设计划》

的译文或其内容摘要。

应该说，能够查阅到 《梁林陈评

论》一文并得以全文抄录，已属万幸。

因为这份文件属于中共中央的档案，其

“受文者”为毛泽东，查阅难度可想而

知；而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查档规定，通

常只允许摘抄，较少允许全文抄录，且

所抄录文件须经过专门的审查程序方可

提供；在有关人员对抄录档案进行审查

时，还经常会作删剪处理。也正是意识

到这份档案的独特价值，笔者在抄录的

过程中还进行了专门的核校，保证了抄

录内容的完整和准确。

查阅国内各类文献系统，包括相当

权威的《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全集》

《林徽因全集》以及陈占祥的文集《建

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

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等，均未收录

《梁林陈评论》一文。根据笔者从事规

划史研究的阅历，关于梁思成、林徽

因、陈占祥以及北京建筑和城市规划史

的相关研究中，也未曾提及过这篇文

章。因而，《梁林陈评论》一文，极大

可能是学术界的首次发现。

大家可能会关心：《梁林陈评论》

一文是何种面貌？笔者查档所得只是一

份手抄件而非复印件，无法展示其原

貌。不过，在中央档案馆查档时，笔者

曾经注意到，其排版格式与“梁陈方

案”文本极为相像，由于《梁林陈评

论》是作为“梁陈方案”的附件所提出

并同时上报，笔者推测这两份文件甚至

很可能是由同一个打字员使用同一台打

字机所编排。由此，笔者使用手抄件的

文字内容，根据查档工作的记忆，参照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

建议》一文的排版格式（图1），编排了

《梁林陈评论》一文的首页（根据记忆

想象复原版，图2），以供参阅。

《梁林陈评论》全文共计8 800余

字，主要内容是对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

的书面报告《北京市将来发展计画的问

题》所作的评论。如果说“梁陈方案”

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从正面论述自己的见

解和主张的“立论”文章，那么《梁林

陈评论》则具有对苏联专家的有关建议

进行反驳的“驳论”性质。对此，《梁

林陈评论》从赞同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

的要点，以及所持不同意见等两个方

面，分两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梁林陈评论》中并未注明其成文

时间，但也不难推断，应和“梁陈方

案”一样同为1950年2月，因为《梁林

陈评论》是“梁陈方案”的一份附件，

图1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封面及正文首页（国家图书馆藏本）
Fig.1 Cover and front page of "Suggestions on the lo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 (National Library Collection)
资料来源：梁思成，陈占祥，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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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与之同时呈交的。

1.2 《梁林陈评论》的重要意义

那么，《梁林陈评论》一文的发现，

究竟有何学术意义呢？首先，这篇文章

的发现，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三

人的学术成果增添一笔，因而具有一定

的文献价值。由于梁思成、林徽因和陈

占祥三人在中国建筑和规划界的重要地

位与声誉，又增添了这一文献价值的分

量。其次，《梁林陈评论》表明，在首

都城市规划及行政中心区选址等有关问

题上，林徽因也是参与讨论并有重要贡

献的人员，在这篇评论文章中她的排名

甚至在陈占祥之前。再者，透过这篇70

年前的评论文章，可以了解和学习在当年

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前辈建筑师和规

划师是如何来撰写学术评论类文章的。

《梁林陈评论》的受文者是毛泽东

这一档案信息，向我们表明了一个重要

史实：关于“梁陈方案”，梁思成曾经

直接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呈递过报

告。这一史实之所以相当重要，因为在

《梁思成全集》和《梁陈方案与北京》

等重要文献中，收录有梁思成致周恩来

的书信（1950年4月10日），但却并没

有给毛泽东的书信，而在1949年11月

14日座谈会上，苏联市政专家团团长阿

布拉莫夫在发言中谈到，彭真曾向其转

达过毛泽东的有关意见②，由此，学术

界一般认为，在“梁陈方案”这一问题

上，由于涉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梁思

成不便于直接向其直陈意见，《梁林陈

评论》则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另外，从笔者在中央档案馆查档的

有关情况来判断，毛泽东极有可能曾经

对梁思成呈报的“梁陈方案”做出过重

要批示。因为根据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有

关规定，“没有下文”（即没有上级批示

或回文）的一些档案，通常是不提供查

阅的，而笔者在查档时，中央档案馆则

允许笔者全文抄录了《梁林陈评论》。

另外，经中共中央批准编写、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彭真传》中的有关内

容，也可对此有所佐证③。这一重要史

实表明，尽管“梁陈方案”相当敏感，

甚至毛泽东已有重要指示，但梁思成依

然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报告和陈述了个人

见解，这不能不说是梁思成巨大的勇气

和魄力所在。

不仅如此，《梁林陈评论》更重要

的价值在于澄清了若干历史误会，使我

们获得了对“梁陈方案”事件进一步深

入认识的可能，并对梁思成、陈占祥与

苏联专家争论的焦点所在，真正有所了

解。虽然1949年11月14日座谈会上梁

思成和陈占祥的发言内容无从得知，但

《梁林陈评论》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

缺憾。不仅如此，相较于座谈会上的即

兴发言及其时间局限，《梁林陈评论》

一文是在时间更为充裕、思考更为充分

的情况下所完成的一份表述更为严谨、

更加正式，也必然更为成熟的书面报告，

自然要比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更为可靠。

2 “梁巴共识”：若干历史误会

《梁林陈评论》的前一部分内容主

要是阐述了梁思成等赞同《巴兰报告》

的一些要点，具体包括9个方面：①都

市设计要有科学的总计划；②需要有关

城市情况资料；③城市的规模要有限

制的人口；④需要计划工业建设；⑤人

口分配的计算法；⑥各种区域的分配；

⑦先定行政机关的位置与建筑；⑧考虑

附近其他区域的发展；⑨参考书籍。

从篇章结构来看，《梁林陈评论》

对《巴兰报告》持赞同意见的方面（为

便于讨论，以“梁巴共识”代称）要明

显偏多，这也正如其开篇所点明的：

“关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提的原则，大

部分都与我们所主张的相同，且是我们

同他多次谈话所论到的”（梁思成，等，

1950b）。

仔细阅读《梁林陈评论》，进一步

研究“梁巴共识”，为我们更深入地认

识“梁陈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撑。笔者

认为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2.1 关于北京工业发展问题

《梁林陈评论》表明，关于北京工

业发展的问题，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的

观点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很早也就了

解政府的政策是要将消费城改成生产城

的。所以也准备将东郊一带划为发展大

规模工业的区域……这一切的目的都是

图2 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著《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
的几个问题”》手抄件首页（左）及根据查档记忆复原版式（右）

Fig.2 Title page of handwritten copy (left) and recovery board based on archival memory (right) of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Beijing proposed by Mr. Balannikov ", co-au-

thored by Liang Sicheng, Lin Huiyin and Chen Zhanxiang
资料来源：作者手抄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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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北京的工业建设，同巴先生的原

则一致”（梁思成，等，1950b）。

不但如此，对于北京工业发展问题

而言，梁思成等的一些思想主张甚至要

比苏联专家更为激进：“但巴先生估计

北京人口只增至二百六十万，建议工人

数且为四十万，只占北京人口百分之十

五·四，不知何故？”“巴先生告诉我们

莫斯科工人为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五。他未说北京的百分率，但他们预计

的北京工人数目仅为四十万，为二百六

十万人的百分之十五·四，实只是四百

万人口的百之十，似乎低得太多；尤其

是工业落后的工厂，所需人工可能比较

发达的工业国多许多的”（梁思成，等，

1950b）。

《梁林陈评论》提出：“按工人人口

为全人口百分之二十（比莫斯科少百分

之五）计算，将来北京市工人就是可能

到达八十万人的。在一个以工人为领导

的制度之下，我们估计工人的百分比应

在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之间。”评论文

章中还强调指出：“我们须注意这些工

人人口数目，不但是东郊工业区内的，

它也包括石景山及门头沟、丰台货运区

等等在内，数目不算很大，在上海单是

纺织业工人就到了一百万人”（梁思成，

等，1950b）。

这一点共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是

否推进工业建设的问题，事关一个城市

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是城市规划工

作中最为核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而《梁

林陈评论》则表明，就苏联专家所提出

的北京“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这一建议而言，梁思成等是极表赞同

的。换言之，对于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

确立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

针政策，梁思成等表现出了确定无疑的

拥护立场。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在与“梁

陈方案”相关的一些既有研究中，较多

引用梁思成的一些言论，譬如：“当我

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

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

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

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

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

框里搞工业呢”（王军，2003）？实际

上，这段引文是1969年1月的一份“文

革交代材料”，当时的梁思成已重病在

身，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代背

景，该材料并不能或不宜用以表征

1949—1950年时梁思成等的规划思想。

2.2 关于城市人口限制发展的问题

在《梁林陈评论》的前一部分中，

第三点是关于城市人口规模问题的：

“巴先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大

城市中『避免集中过多人口』，这是用

卅余年来都市计划基本的公验，目的都

是要纠正过去大城市人口集中过甚，数

目太大，和城乡尖锐对立的错误，我们

对巴先生这个意见当然是极表赞同的。”

《梁林陈评论》对与苏联专家巴兰尼克

夫就此问题的接触情况回忆道：“记得

我们同巴先生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巴先

生曾问我们，北京今后的人口数目大约

要多少？我们告诉他尚在调查情形及研

究中，希望不要太多。但是有一些人曾

发表过要北京成为进步的城市，『将来

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这些人士以为人

口愈多就是愈进步的表征！他[巴兰尼克

夫]很惊讶这种错误的见解。就在当时，

他告诉我们莫斯科的人口是限制在五百

万人的范围内的。我们很感谢他给了我

们一个标准，作为北京将来的参考”

（梁思成，等，1950b）。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它表明在

对北京的城市人口发展应有所限制这个

问题上，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的意见也

是一致的。一些既有研究中，经常引述

大伦敦规划关于城市功能疏散的思想，

来论述“梁陈方案”所提出的不应“拥

挤在城内”的合理性。人们通常以为，

只有“梁陈方案”在西郊建设新区的做

法是以疏散思想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方

案，处于“对立面”的苏联专家方案则

是在城区内拥挤发展的思路。事实却并

非如此。

仔细阅读《巴兰报告》，它同样是

反对城市拥挤发展的，同样是以疏散思

想为主导的。与“梁陈方案”的不同，

只是在于为了避免城市拥挤发展而采取

何种规划应对措施方面。对此，“梁陈

方案”建议的方式是在西郊建设新的中

央行政区，而《巴兰报告》的建议则是

对城区内的部分居民在全市域范围内加

以疏散。两者只是规划措施有所不同而

已，但根本的指导思想则是一致的。

2.3 关于城市功能分区的问题

《梁林陈报告》前一部分中的第六

项要点为“各种区域的分配”，实际上

也就是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功能分区问

题：“巴先生的『城市区域的分配』一

节显然是主张将各种功用不用[同]的建

设各自建立区域范围，如工业区、住宅

区、学校区、休养区等，这是我们所极

赞同的原则，且已做如此主张的”（梁

思成，等，1950b）。尽管梁思成等对

《巴兰报告》中城市功能分区的部分具

体内容还有些不同意见（住宅区远近及

中央行政区规划问题），但也正如《梁

林陈报告》对“各种区域的分配”专列

一项予以说明本身所表明的，就城市功

能分区方案的总体情况而言，梁思成等

是赞同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建议的，

双方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的。

3 “梁巴之争”？

《梁林陈评论》的后一部分中，重

点阐述了梁思成等对《巴兰报告》的一些

不同意见（为便于讨论，以“梁巴之争”

代称），它们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计算

人口的方向的疑问；②分配地区与计算

的人口不符的各点；③城市区域的分配

没有计划行政区；④民族形式的建筑；

⑤住宅区的位置问题。

3.1 郊区人口计算问题

“梁巴之争”的第一项内容是“计

算人口的方向的疑问”。仔细阅读《梁

林陈评论》，对于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

关于北京人口增长趋势的判断 （未来

15—20年内增长一倍），以及其所提出

的行政人口规模及用地标准，梁思成等

是表示赞同的。《梁林陈评论》对于人

口计算的疑问，主要在于郊区人口及工

业人口和用地计算问题。

以郊区人口计算为例，《梁林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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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一部分第5项要点在对“人口分

配的计算法”表示赞同后，旋即指出：

“最主要的是巴先生所预计的人口总额

没有把郊区现时人口算入。这对于将来

的北京市人口估计额会发生过分不准确

的差别。”后一部分中第1项要点进一步

明确提出：“他没有将郊区人口估计在

计划里面，但他却占用郊区的土地，在

这种情形之下，居住在郊区的人口将要

迁移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的计划里面

应该将郊区的人口和以后增加数，亦估

计在内才是合理”（梁思成，等，1950b）。

梁思成等对于 《巴兰报告》 的质

疑，主要是其人口计算时未将郊区人口

计算在内。在《巴兰报告》中，关于人

口计算曾指出“除郊区人口暂不计算

外，北京市的人口……”（巴兰尼克夫，

1949），的确未将郊区人口计算在内。

对此，应该作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

以下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根据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

《北京档案史料》，在北平解放初期完成

的《北平市城区概况（1949年）》等文

献中，对北京城区内各个区域（内城7

区、外城5区）的人口及社会经济情况

均有详细表述，而城外的一些郊区则缺

乏有关资料（薛玉陵，等，2005）。在

苏联专家的工作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因

为与其配合工作的中国同志未能及时提

供出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据，故而导致

《巴兰报告》对郊区人口暂时无法计算？

第二，在苏联的城市规划工作中，

人口计算所使用的“劳动平衡法”，主要

针对的是城市人口，而郊区则主要是农业

人口，与城区人口存在较大差异，“劳动

平衡法”对于郊区人口分析是否适用？

第三，就北京的人口构成而论，与

城区人口相比，郊区人口所占比例较

小，增长较为缓慢。在城市人口计算

时，是否可以对郊区人口忽略不计呢？

第四，在苏联的城市规划实践中，

与城市规划工作相配合的，还有一项相

对独立的工作，即“郊区规划”。在当

时时间十分紧迫（在北京停留时间共计

2个半月）的仓促条件下，苏联专家巴

兰尼克夫是否还没来得及专门思考郊区

规划的问题呢？

3.2 工业人口规模及工业用地计算问题

除了对郊区人口计算有意见之外，

梁思成等对《巴兰报告》中工业人口规

模及工业用地计算也发表了意见，这实

际上也就是城市规划工作中城市建设用

地规模分析的环节。阅读《巴兰报告》，

其基本逻辑是“北京市区的规模，要以

居民职业的性质来确定”，因此在对未

来城市人口构成做概要分析的基础上，

从工业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高等教

育用地 （含专门学校和实验工场等）、

休疗养用地（含休息用地）及市区用地

等5个方面阐述了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

规模。《梁林陈评论》对《巴兰报告》

的质疑，主要是关于第一项即“工业

区”用地的预测。

在《巴兰报告》中，共计70km2的

工业地区包括工业用地及其住房 （居

住）用地两个部分。对于前者的计算，

巴兰尼克夫区分了作为基本人口的工人

的用地标准（7hm2/千人）和为其服务的

人口的用地标准（2hm2/千人）。或许正

是受这一计算方法所影响，《梁林陈评

论》对后者的计算方法产生质疑：“为

他们服务的十万人和四十万工人的眷属

（被抚养的人）的居住面积都没有计算。”

不仅如此，“计算十万为工人服务的人

时，还必须计算另十万被他们所抚养的

人口的面积的”（梁思成，等，1950b）。

对此，能否认为《巴兰报告》出现

了错误？如下情况值得关注：其一，在

苏联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工业用地的计

算原则、方法和标准等，与居住用地是

有所不同的（李浩，2019），对工业区

的配套居住用地加以计算时，是否需要

像工业用地计算那样专门计算服务人口

的需求？其二，在《巴兰报告》关于各

类建设用地的估算中，第二类新增城市

建设用地和第五类市区用地（城区）中

也都必然包含着大量居住用地，它们是

否已经考虑到了一些新建工业区人口的

居住需求？

城市规划工作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

和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

法。《巴兰报告》在对第一类工业用地

进行预测时所谈到的居住用地，只是一

种大的门类的概算，并非专门从用地类

型分析的角度对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居住

用地需求进行专门的计算。《梁林陈评

论》中谈到“照他的原则，居住面积应

该是一百万人口的住宅面积”，似乎对

此有所误解。至于《梁林陈评论》中所

提出的“住宅面积应为工人及服务者总

数加上眷属一起计算，最多减去若干留

图3 北京市分区计划及现状略图（1949年11月）
Fig.3 Beijing district planning and sketch of current situation (1949-11)

资料来源：巴兰尼克夫，1950.

李 浩 还原“梁陈方案”的历史本色——以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著的一篇评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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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厂址内的职工数目，才是合理的计

算法”，这样的一种十分详细的计算方

法，是否适用于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概

算这一前期的规划工作阶段呢？

3.3 住宅区远近问题

《梁林陈评论》后一部分中最后一

项要点是“住宅区的位置问题”，它对

《巴兰报告》中谈到的西郊新市区和城

区东北部这两个住宅区的交通便利问题

都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政府机关工

作人员住在新市区很是不便利，这与巴

先生所说是正相反的”，“至于以东北郊为

『工人住宅区或其他人员的住宅区』，则

工人住宅同工厂区的距离也稍嫌太远，

交通仍然困难”（梁思成，等，1950b）。

对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联专家

巴兰尼克夫的规划示意图“北京市分区

计划及现状略图”（图3）。不难注意到，

图中所示意的西郊的住宅区其实是面积

挺大的一片区域，其东部至北京城墙一

带——即“梁陈方案”所建议的中央行

政区的范围——同样属于西郊的住宅区

的范围。这么较大范围的一个住宅区，

位置在当时的城区之外，与“梁陈方

案”所建议的行政机关及其住宅区用地

全部在西郊新市区相比，交通条件当然

是不够便利的。但是，就“北京市分区

计划及现状略图”所示意的功能分区而

言，西郊的住宅区是否距离城区又相对

比较近呢？

就与东南部工业区相配套的住宅区

而言，在苏联专家的“北京市分区计划

及现状略图”中，除了《巴兰报告》中

谈到的东北部的住宅区，其实还有另一

片住宅区，位置在东南部工业区与北京

城墙之间，以及南侧的一片区域。尽管

《巴兰报告》中并没有专门谈到这篇住

宅区，但规划示意图的内容表达则是十

分明确的。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

的现场讲解有所疏忽呢？从规划示意图

来看，南北两片住宅区，中间夹着一片

工业区，这样的一种布局，其交通条件

是否还是相对比较便利呢？

3.4 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

《梁林陈评论》后一部分中第四项

内容为“民族形式的建筑”问题。针对

《巴兰报告》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其所

谈到的“中国式样的特点，并不仅是用

屋顶来代表的，也可以用天然石建筑正

面。用雕刻装饰正面，装饰陶磁，采用

中国特有的牌楼的外形和其他的建筑方

法”（巴兰尼克夫，1949），《梁林陈评

论》明确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巴先

生说，将来新建『房屋正面可用民族性

的中国式样』我们认为是不够的。代表

民族的建筑物绝不限于『房屋的正面』。

一个建筑的前后、内外、上下、左右侧

影和立面是一整体，他本身的骨干、轮

廓、门窗细部和附属的耳、厢、廓、

庑、院落或围墙，无不表现它的基本结

构和组成它的特殊民族性格。中国建筑

的内在特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它工程

上的结构法，另一方面是它在平面上的

配置方法，民族性即在这种特征中，丰

富地隐存着，暗示着，也就是真实的代

表着”，“巴先生说：『中国式样的特点

不仅是用屋顶来代表』是很对的，但如

说可『用雕刻装饰正面』『如牌楼之类』

就可以代表，则太着重表面的形式了。

中国屋顶是最代表中国房屋外表的，它是

中国房架结构法而所产生的美丽结果。

但是如果整个建筑物其他部分完全采取

欧洲石造房屋的形式，单单配了中国屋

顶，便不能代表中国民族形式了……”

（梁思成，等，1950b）。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体会到梁

思成等对中国古建筑的强烈热爱之情，

作为曾经长期专门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过

大量调查研究和测绘工作的著名建筑专

家，梁思成等的评论显然具有相当的权

威性。不过，也应该承认，所谓民族形

式，又是一个相当复杂，涉及美学及心

理感受，难以用文字来加以表述的问

题，更难于用一种风格或一种形式来加

以有效的规范。而《梁林陈评论》所强

调的，要从“前后、内外、上下、左右

侧影”及“骨干、轮廓、门窗细部和附

属的耳、厢、廓、庑、院落或围墙”等

方方面面体现原汁原味的中国建筑风

格，在当时建设任务庞大而经济条件受

限的条件下，是否过于理想化了？这一

点，或许是此后几年在增产节约运动的

时代背景下，批判“大屋顶”等争论的

重要根源所在。对此，笔者不能作更为

深入的评论，但也感觉到：这个问题，

是否属于建筑设计领域，而并非城市规

划领域的核心命题呢？

3.5 关于城墙存废问题

关于城墙存废问题，是“梁陈方

案”相关研究中频繁提及的一个重要话

题，很多人都对梁思成所讲的一句话印

象深刻：“拆掉一座城楼象挖去我一块

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象剥去我一层

皮”（梁思成，1957）。那么，《梁林陈

评论》对此问题的意见具体是什么呢？

仔细阅读《梁林陈评论》，反复查找，

却根本连“城墙”这个词也找不到——

在《梁林陈评论》一文中，根本没有出

现“城墙”一词。换言之，《梁林陈评

论》根本没有谈论到城墙问题。

那么，《巴兰报告》中对这一问题

又是如何阐述的呢？仔细阅读，《巴兰

报告》中只有一处出现了“城墙”一词：

“市区中心部份，预计配置政府机关、

文化机关、商店、和一部份居民，尚有

一部份居民需要疏散，就是城墙以内的

一、三○○、○○○人口……”（巴兰

尼克夫，1949）。这里的“城墙”一词，

显然只是一个表示地理界线的名词而

已，本身并无明确的规划思想指向。

另就“梁陈方案”文本而言，尽管

其中出现“城墙”一词达13处之多，但

它们大都是在剖析城墙在人们心理上所

造成的障碍，并未就城墙存废问题阐述

有关意见。

因此，城墙存废问题并非梁思成等

与苏联专家建议的分歧所在，在对“梁

陈方案”加以评论时，不应将城墙存废

问题作为立论或驳论的依据之一。

4 真正分歧所在

讨论至此，《梁林陈评论》对《巴

兰报告》最重要、最核心的意见，梁思

成、林徽因和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巴兰尼

克夫争论的焦点，究竟何在？其实主要

是中央行政区规划问题。对此，《梁林

陈评论》在后一部分的第三项要点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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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阐述了有关意见，内容如下：

（三）城市区域的分配没有计划行政区

巴先生的『城市区域分配』一节中，不

但在原则上，我们同意，一部分区域的位置

我们也是同意的（见上文第六节）。不过，政

府行政人员为基本工作人口，巴先生估计为

十五万人（连同服务人口二十五万共四十万

人）行政工作性质特殊重要，政府机关必须

比较集中，处在一个自己的区域里的。巴先

生却没有这样分配。他没有为这个庞大的工

作机构开辟一处合适的地区，而使它勉强，

委曲地加入旧市区中，我们感到非常惶恐。

他们的建议使政府机关的各建筑单位长长的

排列在交通干道旁边，是很不方便的，因为

这会将全城最壮美的中心区未来的艺术外貌

破坏了。全城中部的优良秩序也破坏了，而

变成工作繁杂，高建筑物密集，车辆交错的

市心。这不是行政中心所应有的质素，与他

所说『不损害北京城市外貌』的原则也抵触。

天安门广场是故宫的前庭，是由南向北

来的干路到此的中点，北面没有大路通行，

所以到了天安门只有东西向的干路，全城的

东西交通最依赖这一条适中的横干道。现在

这干道两旁没有密集的工作机关的房屋，只

为过境而用，车辆流量已相当大，为北京车

辆最集中的地带，将来干道两旁和绕着广场

的周围都有了办公高楼时，入境车辆增加，

这一处的街心便要拥挤到极高度，是可以推

想的，我们可以预见到优良的秩序，必受到

破坏。过长安街的车辆都要蠕动的爬行着，

如上海南京路一带。

另一方面讲，我们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

们文物风景区，是我们人民的历史纪念，是

我们要保存的壮美安静的地方，为节日庆典

的中心，我们不应该改变它的外表和使用。

苏联窝罗宁教授在《苏联沦陷区收复后

之重建》一书中，叙述了许多苏联历史名城，

如诺夫哥洛，斯莫冷斯克，加里宁，伊丝特

拉等城的重建。被称为 『俄罗斯的博物院』

的诺夫哥洛城，『历史性的文物建筑比任何一

个城都多』。这个城之重建『是交给熟谙并且

爱好俄罗斯古建筑的建筑[科学]院院士舒舍夫

负责的。他的计划将依照古代都市计划的制度

重建——当然加上现代的改善。……在最后

优秀的历史文物建筑的四周，将留出空地，

做成花园为衬托，以便观赏那些文物建筑』。

北京无疑地是中国（及至全世界）『历史

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的城。我们对

于文物建筑的本身及其周围环境都负有保护

的责任。我们也必须在最优秀的文物建筑的

周围留出空地，使成为许多市内的人民公园。

所谓『市中心区』，在欧洲以往都是最密

集的工商业办公地区，在北京则可以不必如

此。苏联美术家兼史学家伊哥·格拉巴在一

九四四年一次的广播中说：『我们确实地否定

了给全部收复区同做一个唯一的标准计划的

观念。没有一个苏联的城市是与另一个城市

完全一样的。计划中必须将每一个城市区域

一切特徵上的差别加以考虑。』北京的城市格

式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极其显著的

『特征上的差别』。我们若不加以考虑而使它

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城市和街型，则将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

此外，这个建议所牵涉到的问题甚多。

如：（一）工作人员的住区与这个位置的政府

机关的距离是会需要庞大数字的交通工具及物

力和时间的耗费的。巴先生没有做一切必须的

计算。（二）所要拆改的地区内的人口数目已

相当大（约三十万人，相等于战前的整个重

庆或战时的整个昆明！），不拆改地区的人口

还必须疏散。如何处理迁移他们：巴先生也

未论到任何具体的办法及所能遭遇的困难。

是否政府必须先在郊区建造许多住宅以解决

这问题？但居民都是随着他们的工作区域的。

现在许多工作尚都在城内，把他们住处忽然

移到郊外，是不合理的。那种迁移不是有计

划的，为人民的利益的迁移，而成了强迫的

迁移。所以，我们认为惟有将工作地区外移，

随着新工业区建造新的住区才是合理的迁移

人口，最自然合理的疏散政策，才不会使许

多人民生活及生产事业受到不利。所以计划

行政区必须略向城外展开，取得新址之外，

还要足够的住宅区同它相连着。

这是我们对于巴先生的提议不同意的简

单理由。详细的分析已见于我们《关于中央

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不

在这里赘述了（梁思成，等，1950b）。

在上述内容中，最重要的文字莫过

于其中的这段话：“行政工作性质特殊

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比较集中，处在一

个自己的区域里的。巴先生却没有这样

分配。他没有为这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开

辟一处合适的地区，而使它勉强，委曲

地加入旧市区中，我们感到非常惶恐”

（梁思成，等，1950b）。

就这一问题而言，其指导思想与

“梁陈方案”的核心观点——“建议展

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

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

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

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梁思成，

等，1950a），是完全一致的。

5 小结

综上所述，《梁林陈评论》对《巴

兰报告》中有关郊区人口计算问题、工

业人口规模及工业用地计算问题、住宅

区远近问题以及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等

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具体分析，大部分

意见较多属于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并非

城市规划工作中十分重大的一些原则性

问题。而其中的某些意见之所以产生，与

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作时间过于仓促、梁

思成等未及与之进行深入交流和沟通、

因而存在一些误会等，又有着重要的关

联，正如《梁林陈评论》在阐述“民族

形式的建筑”问题时所指出的：“这一

切都是我们二十余年来所曾考虑——研

究过的，可惜还没有时间同巴先生详细

谈到。等巴先生在我国再多观察一些建

筑物后，我们相信巴先生必会同意我们

的见解的”（梁思成，等，1950b）。

对《梁林陈评论》的解读表明，梁

思成等对苏联专家有关北京城市规划所

提建议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中央行政区

的规划及其位置选择上，其学术主张及

规划思想与“梁陈方案”是一脉相承

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梁林陈评

论》是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在对

《巴兰报告》进行评论，倒不如说是梁

思成等再次就“梁陈方案”阐明自己的

立场和态度。

在查阅到《梁林陈评论》之初，笔

者怀着热切的期望，急盼看到梁思成等

对苏联专家报告的一些重大意见。可

是，通篇阅读下来，反复琢磨，《梁林

陈评论》对《巴兰报告》的意见，大部

分内容似乎并不是特别重大，并非实质

性的争议。但不论如何，《梁林陈评论》

这一珍贵史料的发现，足以使我们对

“梁陈方案”有了一种更加贴近历史真

实的全新理解。

当然，关于“梁陈方案”，还有诸

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譬如：

梁思成等为何会提出在北京西郊规划建

李 浩 还原“梁陈方案”的历史本色——以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著的一篇评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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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中央行政区，其规划思想的渊源

何在？这一规划设想在当时为何未被采

纳？与之相关的一些规划决策是否是错

误之举？……因篇幅所限，只能另外撰

文讨论。

注释

① 即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书面报告《北京

市将来发展计画的问题》，原稿现藏北京市

档案馆。见参考文献[2]：1-12。

② 阿布拉莫夫在发言中谈到：“市委书记彭真

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

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

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

见参考文献[1]：18。

③ 《彭真传》中指出：“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泽

东、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以北京旧城为中

心逐步扩建的方针。”见参考文献[5]：

80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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